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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荡寇志》看俞万春的精神世界
绪论

《荡寇志》是一部争议良多的小说。在晚清时，不少文人称之为“一部大吉祥书”
，“其功非浅，抑亦可以不朽”
；二十世纪以来，更多的人讥之为“御用奴才”献媚工具
，“反动小说”
，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有《<荡寇志>对<水浒传>的反扑》,《<荡寇志>是怎样丑化梁山义军的》，等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荡寇志》的研究开始“以回归文本、理性阐述为主导方向”
，认为《荡寇志》反映了俞万春的“末世心态”
，小说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社会根源”
，这类文章有《此儒家非彼儒家——<水浒传>和<荡寇志>文化价值取向之比较》，《论<荡寇志>作者的儒家思想》，等等。刘天振撰写《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回顾与检讨》一文，梳理了20世纪《荡寇志》小说研究的脉络，实为重要参考。

然而，以上观点虽非无稽之谈，却“各照隅隙，鲜观衢路”
，笔者试问：

1《荡寇志》既“以尊王灭寇” 
为宗旨，但“猿臂寨”也是“寇”，且“猿臂寨”众人卑劣、残暴之程度远超梁山，为什么梁山必亡，而“猿臂寨”兴盛？这里面隐藏了作者怎样的思维模式？

2高俅、童贯、高衙内等可憎可恨之人为什么在《荡寇志》中前后面目不一，仅仅是创作上的逻辑漏洞所致？一部“感兆于嘉庆之丙寅（1806），草创于道光之丙戌（1826），迄丁未（1847），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绪”
的小说，怎么可能会不经过审慎的检视而轻易完结？这些可憎可恨之人究竟在书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笔者罗列的观点中，这些问题无从找到一个根本性的答案。因为那些观点预设框架，使前提周严，因之而立论：爱之者预先站在了朝廷秩序纲纪的一边，恨之者则把俞万春放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同情之了解者却彻底融入了作者的角色中。笔者以归纳代替演绎，结合大历史
，从文本出发，分析作者的精神世界。小说的问题集中于作者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上，体现于历史理性的不足，社会责任和道义精神的缺失，以及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逻辑上。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结合文学创作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内部的文化心理结构
，剖析小说里的相关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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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嘉道衰世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俞万春（1794——1849）所处的时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当乾隆皇帝1795年逊位之际，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巅峰”
，留给嘉庆皇帝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是年俞万春出生仅一年。此时，“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的意思”
，制度本无“道义”可言，只能是官僚“丧失了道义”。官僚多为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朝为官僚，在野为士绅，是以官僚和知识分子名异而实一。俞万春“博极群书”，被誉为“一代硕儒”，他出身官宦之家，耳濡目染的是官僚的言行，后来还参与了对“粤东瑶民之变”的镇压行动
，“身是清朝官吏”
，其精神世界兼具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气质。所以，对于《荡寇志》的解读不能不联系“嘉道衰世”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从嘉庆（1796——1820）初至道光（1821——1849）年间，官僚和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是这样的：洪亮吉嘉庆四年疏，谓：“十余年来，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此则在嘉庆初也。曾国藩：“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弊。”此则在道光朝矣。

道光朝在中央任职的官僚群体中，“一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
，此人即是曹振镛。道光皇帝“1820 年登极的时候，他马上把北京的显宦曹振镛（1755—1835年）倚为心腹，此人至死一直都是皇帝的亲密顾问，身兼内阁和军机处的首脑二职”，曹振镛“要道光帝相信，不必要为官员们每天进呈的潮水般的上疏言事而大感痛苦；因为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把问题条陈上来，不管有事无事都得这样做。但也不要给上条陈者警诫或给予处分，因为那样做就等于忽视直率的批评，而这不是一位儒者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应该让他们相信，他们的申诉已达宸听，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申诉的数量应有所减少。曹振镛的解决办法很简单。皇帝只要粗粗看看奏折中书写和行文的错误，然后惩戒那些疏忽者就行了。用这种办法，他就能够显示他自己已注意到了奏折中的细节，同时又能严惩那些庸人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问题则可以轻轻带过”，而“上条陈的人被引导去集中地注意形式，不大注意内容了”。
其结果只能为“出现的普遍情形是，对普通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的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而“官场的指导原则便是免生事端”。
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沦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无疑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对社会应付的责任，也忘却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领袖，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官场中普遍的道德沦落至少部分源于这种知识分子的玩忽懈怠”。综上所述，官僚和“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
。

第二章 《荡寇志》与人文精神

一、历史理性的不足

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道义精神的普遍缺失，也是全社会人文精神缺失的一个缩影。俞万春官宦之家的出身，博览群书的少年时光，后来的官场经历，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哪一方面的因素在最大程度上地影响了俞万春的精神世界，今天已经不可考证，但《荡寇志》确实表现出了人文精神的缺失。俞万春宣称著书是为了“提明真事，破他伪言”
，一方面，在梁山义军形象塑造方面接近历史真实，另一方面，却对北宋末年宋廷的真实面貌选择性失明。

《荡寇志》里的宋江等人的形象确有其历史原型。据宋史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
，“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
。宋江的队伍少而精，以流窜的方式横行数地，没有也无需根据地；地方部队，即所谓的“厢军”
，战斗力低下，无法与之抗衡。后来，“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江的人马属乌合之众，存在劫掠行为，没有战略眼光，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所以才会为张叔夜以计智取。依此言之，《荡寇志》的梁山好汉的形象塑造和某些情节安排（如以精锐中央军讨伐梁山）反而贴近史实，符合“提明真事”的创作理念。而且，《水浒传》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最突出的如江湖义气，复仇观念，以及对女性的偏见，其实都是流民的意识”
，在此基础上，《荡寇志》扬弃了《水浒传》梁山“替天行道”与“除暴安良”的一面，着重渲染了“流民的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水浒传》的作者观点在道光时期的再现”，因此，“《荡寇志》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在于突然提出反对农民起义的主张,它是万历至道光年间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得出俞万春是反动文人、《荡寇志》是反动小说的结论”。

但是，《荡寇志》盛赞宋徽宗“圣明天子”
，并称其执政期间“四海清平”、“天下太平”
的说法与真实历史毫不相干。北宋徽宗朝，“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
，内有苛政暴虐，逼迫方腊揭竿而起
，外则金兵南侵，势如破竹
，宋朝无力应对，终至国灭。徽宗被封为“昏德公”
，客死异国他乡。良史直笔如钩，“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
，指出宋室颠覆是其自取灭亡。《荡寇志》颠倒黑白、文过饰非，把社会积弊归因于梁山，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伪言”，正反映了俞万春历史理性的不足。

二 社会责任和道义精神的缺失

从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出发，《荡寇志》对于嘉庆、道光两朝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感兆于嘉庆之丙寅，草创于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绪”
，此谓俞万春萌发创作欲望于1806年，动笔始于1826年，到1847年才算是初现雏形。嘉道两朝的大清国已是风雨飘摇，然而，除却小说中反映的变乱四起的现实之外，至少还有三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完全没有被反映在《荡寇志》中
。一、1799年，统治集团中央和珅贪腐大案爆发，和珅贪腐共计八万万两，“敌全国当时岁入十年以上”
，也有资料显示“比国家二十年实际总收入的一半还多”
，以至于民谚有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二、嘉庆皇帝遇刺。1803年，“(嘉庆)八年闰二月戊寅，上还驻圆明园。乙酉，还宫，入顺贞门，奸人陈德突出犯驾”
，此人不过是“内务府之厨役”，却在“行刺时，变起肘腋，猝不及防”
，几乎得手。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失败之后，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从此，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三件大事集中反映了“嘉道衰世”国家机器的突出问题。第一，和珅弊案贪腐数量之大堪称前无古人，集中反映了中央的腐化，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民谚则道出了地方的积弊，以上所举例子表明统治阶层正在全面堕落。对此，俞万春充耳不闻，在《荡寇志》里满是“圣明”之类的谀颂之辞，在表现高俅之流的丑恶方面，作者确实惜墨如金，在某些方面还表现些许肯定之意
。实际上，作者对于官僚整体之腐朽几无任何揭露和批判意识：张叔夜一言，高俅去国
；司天台一语，蔡京失宠
；梁山一密信，童贯伏诛
。然而，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兵败，折损两个骁将，地方部门“留守司”无尺寸之功，却赶紧“一面写了奏章，少不得把自己也叙些功在里面”：官场之积弊被俞万春视为常态，并毫无保留的载入小说中，客观上达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的审美效果。

第二，嘉庆皇帝遇刺，表面上看是一次普通人无路可走之后的铤而走险，其背后折射出清军的无能与颓废。遥想当时情景，嘉庆皇帝空有千军万马，却只换来保卫者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如果不是“定亲王绵恩、额驸拉旺多尔济及丹巴多尔济等”
人的奋不顾身，清朝的历史可能由此改写。《荡寇志》对此高调反弹，以近乎反讽的方式为统治者的暴力工具涂脂抹粉。《<荡寇志>是如何丑化梁山义军的》一文是这样总结的：《荡寇志》开卷便是梁山义军的惨败。义军所辖盐山守军攻南皮县大败, 头领施威被捉，扬烈被杀，义军伤8000多人, 死500多人,200多人成了俘虏。官军攻嘉祥县, 韩滔被捉, 呼延灼等败走, 义军被斩首8000余级；与此同时, 南旺营失守, 守将王定六、郁保四被杀。朝廷帮凶猿臂寨攻打青云山, 义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剩下几个好爹娘生下快腿的逃跑了”。官军将领云天彪率部攻清真山, 关胜受伤, 郝思文逃走, 义军见是“云天彪,心碎胆裂,纷纷跌下马来”,义军被“官军杀死无数, 满地都是红雪”，义军“尸骸枕藉, 血淌山崖”。宋江攻猿臂寨,义军被杀得“马仰人翻”、“胆战心惊”。正一村一战, 义军被杀得“抱头鼠窜”、“心惊胆裂”。郓城一战,义军“僵尸遍野,流血成冰”,死5000多人,1000多人被生擒,器械马匹丧失不计其数……就这样, 梁山义军所辖四个山头相继失守, 林冲失了淮州, 呼延灼失了嘉祥, 宋江失去泰安三城, 以至外郡全部丢失。最后,义军连战连败,挡不住官军的进攻,20万官军直攻到梁山泊忠义堂上, 义军全军覆没。每次战斗,义军无论是头领还是兵士,都贪生怕死,只顾仓惶逃命。郝思文被钢鞭打中头盔, 竟吓得“胆落魄飞,落荒逃走”；李逵中箭, 竟吓得“翻身下山,连滚带爬逃回性命”。宋江更是胆小如鼠。宋江等人逃至泣河渡口间, 忽听得人喊马嘶,“宋江吓得面如土色,急忙驾橹飞逃”；从泰安逃出, 忽听得官兵喊叫,“宋江吓得魂飞天外,驾着那匹照夜玉麟马当先飞逃”。官军攻上梁山泊,各头领均只顾逃命。至于兵士,前锋稍有挫折便立刻溃散,“军令都弹压不住”。宋江率兵逃出泰安村,“兵马整四万,吃傅玉一追,顷刻散了三万；再被刘广一邀击,便一人一骑都不见了”
。作者试图强化官军之伟力，却在细微之处露出马脚来：第七十一回，宋天子训武观兵，戴宗周通等人混入现场观看，“只见那些军官兵丁，都全装着，却不归队伍，也有立的，也有走来走去的，也有坐在草地上说话的，纷纷乱乱。那些战马都背着鞍鞒，散放着地下啃青”，如此无序而混乱的军队形同乌合之众，却让“戴（宗）周（通）二人都把舌头伸出缩进”，“魂惊魄荡，暗暗的咂着舌头道：‘果然利害！把我们山泊里的操演，直比得没了。如果真来征讨，这般军威，如何敌得’”，
并在之后军事斗争中取得了连续的胜利，这种相互龃龉的描写
当然经不起推敲。所以，作者让伐梁山的众将化身“天神”
，而配以乌合之众的安排可谓相得益彰。

第三，鸦片战争的失败改变了中国的性质，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转为中华民族和海外列强的矛盾，这就要求中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同舟共济，共御外辱，才能扭转颓势，解决问题。《荡寇志》没有一笔事涉抵御入侵，反而磨刀霍霍，杀戮同胞。对于作者畏惧文字狱的迫害而不言辽金之事的作法
，今天的我们能够同情之理解，但这依然是一种逃避责任、无视道义的行为。

而且，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与愈发凸显的社会矛盾使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四千年未有之变局”
，俞万春在《荡寇志》中提供了解决方案，今人论之为“《荡寇志》明显地反映了他（指俞万春）的经世思想”，并从小说中搜罗出两类证据：一、德政思想和贤人政治；二、科技兴军与兵治革新，包括1.科技与军备，2.经济与军饷，3.举贤与兵力。总结起来，“俞万春不在位而谋其政，积极协助和促进兵政改革，在军备、军晌、兵力几个方面做了现实的研究，编籍了资料，并以小说形式提出了改进方案，表现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这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笔者并不否定《荡寇志》“以小说形式提出了改进方案”，但小说本身绝不等同于“改进方案”。俞万春的创作动机在于要“达到‘并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所以严其禁’的目的”
，这使作品的先锋意识大大削弱，“思想未免煞风景”
。“龚、魏之时
，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
，有感于此，龚自珍疾呼“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魏源创作了《皇朝经世文编》与《海国图志》，前者“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义”，“阐述了实际的经世致用怎样能与传统的学术兴趣协调一致”
。龚自珍、魏源成为当时的改革先锋而留名青史，俞万春的《荡寇志》则遭到了抵制和毁灭
，这一结果本身就证明所谓的“改进方案”不合理，也不得民心。在小说的最后，“一个有才之士编造出来”“四句歌”，“天遣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以杀戮来维护社会稳定与封建纲纪，最终“使这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
，彻底暴露了《荡寇志》屠杀文学的本质
。“笔下不问首从，尽杀《水浒传》一百单八人，残虐以逞，方自以为功，倘其得行威福，处人家国，一日斫丧元气，并不在汉廷酷吏之下”
，前人的批判即为明证。

总之，美化现实，鼓吹屠杀，反映了作者责任感和道义感的缺失。追本溯源，这都是一种缺乏人文精神的表现。

三  隐藏在《荡寇志》里的文化心理机构

无论现实，还是《荡寇志》里的北宋末年，都是问题重重，积弊丛生。当这一切摆在作者面前时，他就面临一个问题：谁要为此负上一切责任？答案的正面是水泊梁山，答案的背后是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逻辑：这是“社会精英”趋同的社会心理与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此即文化心理结构。

笔者的分析绝非毫无依据。《荡寇志》完结伊始，就有不少人给《荡寇志》作序：长洲陈奂在《俞仲华先生荡寇志序》称“社稷山河，全是圣天子一片爱民如子的念头撑住。天下受多少快乐，做百姓的如何报得？只有遵依圣谕，孝顺父母，故事师长，早完国课，做好人，行好事，共成个熙熙皞皞之世界”
；徐佩珂认为“我朝德教隆盛，政治休明，魑魅罔两之徒，亦当屏迹。况乎圣天子握镜临宸，垂裳播化，海宇奏升平之象，苍黎游熙皞之天。封疆大吏整饬多方，惟明克允，水旱则倡施赈济，丰稳则建置义仓，犹复宣讲圣谕，化蠢导顽。草野编氓莫不闻风向善，共乐陶甄于化日光天之下”
；半月老人以为“近世以来，盗贼蜂起，朝廷征讨不息，草野奔走流离，其由来已非一日。非由于拜盟结党之徒，托诸《水浒》一百八人，以酿成之耶”
；镜水湖边老渔说“改《后水浒》之名为《荡四寇》，仍图煽惑愚民”，“此哥老会之所由来耳”
；俞煐说“我国家垂光锡柞，叶奕蕃昌，九州四海，悉主悉臣，亿载万年，为父为母，既无所为寇，并无所为荡矣”
。以上诸语或谀颂朝廷，或污蔑《水浒》，没有一语抨击时弊或者反省自我。传统中国是非官即民的二元社会结构，如果朝廷无过错，那就是百姓有问题，此即归咎于下、诿过于民。必须指出，作序人也是读者，而读者总是带着“期待视野”来解读文本的。对于文本中某些理念的认同，往往要建立在文化心理结构趋同基础之上，而这种结构的建立一般要耗费十几年光阴。不是因为读了《荡寇志》，就认可这种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逻辑，而是这一逻辑本来就积淀在那些兼任作序人与读者的人意识内。所以，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逻辑应该早就成为了“社会精英”的共识。

事实上，这种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思维模式影响深远，并非限于文学的范畴。在谈及晚清的社会改革问题时，张之洞就认为“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
传统中国历来认为非黑即白，“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背后是指责天下人缺乏“忠义”，则缺乏“忠义”可与“口里忠义，心里强盗”互为表里。探其本质，张之洞的观点仍是归咎于下，诿过于民，朝廷永无过错之思维模式的延续。总之，无论晚清洋务派官员，还是当时小说作者和作序人，“社会精英”普遍认为政治清明，朝廷无过，天下祸患起于“刁民”的心术不正。“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与其说这是《荡寇志》作者、小说作序人与洋务派官员之间产生了共鸣，不如说长久以来，这种思维模式一以贯之，渗透到了清政权治下的知识分子和官僚的灵魂深处，成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一部。  
在《荡寇志》中，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思维模式贯注始终。在七十一回之前的自序中，俞万春认为“宋江的奸恶”“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
这就是《荡寇志》天下祸乱起于《水浒》，社会问题源自奸邪之内心，归咎于下、诿过于民的思维之原始。

随着《荡寇志》故事情节的发展，到了第九十八回，宋江道：“弟子宋江避居水涯，恭候招安，现在替天行道，到处翦除贪官污吏，为民除害。倘得仙人传授此书，以除残暴，各路生民幸甚。”仙人笑道：“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赏黜陟，天子之职也；弹劾奏闻，台臣之职也；廉访纠察，司道之职也。义士现居何职，乃思越俎而谋？”“仙人”的观点成立的前提是“朝廷永无过错”。 

等到了第一百十九回，卢俊义称“我梁山中一百余人，半皆负屈含冤而至”，乃是逼上梁山，徐槐则说：“你错极了！天子圣明，官员治事。如尔等奉公守法，岂有不罪而诛？就使偶有微冤，希图逃避，也不过深山穷谷，敛迹埋名，何敢啸聚匪徒，大张旗鼓，悖伦道理，何说之辞！” 徐槐的观点成立前提是“天子圣明，官员治事”，“朝廷无过错”。

再到第一百三十三回，林冲和王进马上对决几个回合后，林冲道“朝廷用了奸臣，害尽良人受苦，直到无路可投”，王进则反唇相讥：“至于你说我不曾亲尝其境，足见你糊涂一世。你做的是殿帅府教头，我做的也是殿帅府教头；你受高俅的管束，我也受高俅的管束；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何尝不生事害我？我不过见识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个男子，见识些许毫无：踏着了机关，不会闪避；逼近了陷阱，尚自游衍。以致拷打监囚，受尽许多苦痛；贬解收管，吃尽无数羞惭。贼配军，人人骂得；好家声，个个羞称。即此一事，你我比较起来，天渊悬隔。如今事已到此，且休来责备你。可怪你一经翻跌之后，绝无显扬之念，绝无上进之心，不顾礼义是非，居然陷入绿林。”

在俞万春看来，社会积弊和突出问题一概不存在，即使出现些许问题，也与梁山上的诸位无关。那些“被损害的”和“被侮辱的”有且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如果忍受不了，请“深山穷谷，敛迹埋名”；如果遭受迫害，那是眼神差，反应慢，“踏着了机关，不会闪避；逼近了陷阱，尚自游衍”。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荡寇志》“这部书乃是结耐庵之《前水浒传》”
，那就按俞万春的逻辑，对《前水浒传》的某些人物的命运做个推理吧。杨志，无论是面对牛二的挑衅，还是失了生辰纲之后，不奋起反抗，只有死路一条；林冲，或把他的拙荆献给高衙内，任其凌辱致死，家破人亡，或野猪林里被杀，或草料场里烧死，或风雪之夜，于山神庙附近被陆谦等人杀害，总之，无路可逃，只能反抗；卢俊义，身陷囹圄，家财连同妻子皆为他人所有；武大郎，被人毒杀，无处伸冤；金翠莲父女继续流落街头卖唱，每日忍受镇关西及其走狗的骚扰，不知何时为尽头。无论大英雄，还是小人物，在面对一张“天罗地网”时，个人的力量都显得十分单薄，只有“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依靠水浒梁山的力量，才能保全自我，然后徐而图之，“替天行道”。如果按俞万春的逻辑叙事行文，就不会有《前水浒传》的奋起反抗，逼上梁山，那也不会有之后的梁山聚义；如果没有梁山聚义，那就不会有《后水浒》或《荡寇志》。《前水浒传》与《后水浒》本来是一环扣一环，《荡寇志》却因为其内部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前水浒传》相抵牾，出现逻辑漏洞，导致前后两书无法衔接。

除了前文提到的乌合之众消灭梁山势力，以及《荡寇志》“结耐庵之《前水浒传》”的衔接问题之外，相互龃龉的情节比比皆是,也彻底地暴露了小说“正面人物”的凶残与无耻。在第七十四回，陈氏父女先用蒙汗药把高衙内一行麻翻在地，又五花大绑，嘴里塞上麻核，然后陈丽卿“便取下灯台去照着，飕飕的把高衙内两只耳朵血淋淋的割下，又把个鼻子也割下来”，再把“孙高、薛宝的耳朵也割下来”，最后，“打得那衙内一条青一条紫，血殷往裤子外面渗出来，好似哑子吃了黄连，肚里说不出的那般苦，喉咙里只是啊啊啊的叫不响，身子乱动乱摆”。如果这一幕的实施者是林冲，读者会感觉高衙内是罪有应得。但是，高衙内一行从《荡寇志》七十二回被痛揍，到七十四回这一幕发生时，根本没有对陈氏父女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所有的恶行完全停留在想象和准备阶段，衙内本人甚至卑躬屈膝，拜陈父为干爹，一副奴才嘴脸。很难想象，林冲竟然被这种人迫害到家破人亡，逼上梁山的田地。因此，陈氏父女不像是在弘扬正义，倒像是以崇高的名义，蹂躏、摧残几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可怜虫。有论者指出“俞万春独出机杼、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正面人物’陈希真之流，却是一班灵魂极其卑劣下作的家伙”
，可谓褫其华衮，示人本相。

第一百一十回，辅梁捻髭看着孙立笑道：“人苦不自知耳。子所助者何如人？辅梁所助者何如人乎？天下万世，自有公论，何烦今日晓晓。”延玉持刀拣孙立身上不致命处，搠了三个窟窿，取出三杯血酒；接连在石秀身上，溯了十七八个洞。看那石秀兀自出气多进气少了，万年便一刀通进石秀心窝，直割下小肚子，取出心肺；次日，希真命绑孙立赴十字路口听刑，刽子手来禀道：“小的想了一法，用细钩钩皮肉，用刀小割，备下盐滷浇洗创口。倘有昏晕，可将人参汤灌下，令其不死。如此缓缓动手，自然够他受用了。”廷玉大喜，重赏那个刽手，便教他照这法儿施行。那孙立自辰牌割起，直至申末，方才绝命。凶残程度已超过梁山，但一切的出发点在于“子所助者何如人”，“辅梁所助者何如人”。只要反梁山，所有的残忍与血腥都是合理的。此即归咎于下、诿过于民，朝廷永无过错逻辑的延续。

同样的一个高俅，在第七十二回，陈希真说，“高俅那厮掌握兵权，五城十三门兵马，八十万禁军，尽在他手。他同我作对，插翅也难飞。你可记得，凡是被他害的人，只走脱了一个王进，其余那个走得脱？你讲动武，那林冲何等好汉，被他颠倒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他只同你文做，把王法当圈套用，那里防备得这许多？古人说得好：覆巢之下，那有完卵；权臣煽威，人无死所”；等到了第一百三十三回王进口中，高俅的迫害根本不堪一击，林冲人生的悲剧几乎与之毫不相干，“踏着了机关，不会闪避；逼近了陷阱，尚自游衍。以致拷打监囚，受尽许多苦痛；贬解收管，吃尽无数羞惭。贼配军，人人骂得；好家声，个个羞称”。高俅前后面目迥异，有论者指出，这是“同俞万春竭力粉饰社会黑暗、维护不合理的旧秩序的意志相冲突的”
，却始终无法揭露这种情节设定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种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在《前水浒传》中，高俅等人作为“官逼民反”“乱自上起”的“官”和“上”的代表人物，罪孽深重，成了《荡寇志》绕不过去的坎儿。然而，俞万春优先考虑的不是“替天行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是怎样叙事行文，才能彻底否定梁山义军存在的社会成因，达到维护朝廷天下秩序和封建社会稳定的目的。

前文提到，《荡寇志》即使是在表现高俅之流的罪恶方面也不深刻，怯于揭露和批判官僚整体的腐朽。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出发，这反映了作者社会责任和道义精神的缺失；从小说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言之，作者大张旗鼓的赞颂“圣明天子”，明君贤臣，“天下太平”，烘云托月，指出高俅之流只是国家机器中极小的一环，问题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从而验证“宋江的奸恶”“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的前提和假设，彻底否定梁山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灵魂极其卑劣下作”的陈氏父女等人即使行径无耻、残忍之程度远超梁山诸人，仍然能成为正面人物，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高俅在陈希真和王进口中的危害系数有高下之别——人物无论“灵魂极其卑劣下作”，多么凶残和无耻，只要是梁山的对立面，就永远正确；陈希真、王进等人处在梁山的对立面，如果受到高俅之流迫害，这就是高俅等人的不对；林冲等好汉属于梁山，即使已经遭到高俅及其走狗的迫害，那还是梁山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千错万错都是梁山的错。

归根结底，高俅和高衙内等人或可怖或惨淡的结局不是为了产生“杀和珅以谢天下”，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效应，更不是用来维护公平，伸张正义，而是劝百讽一，“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
，来证明国家机器运转良好，官僚组织瑕不掩瑜，重申朝廷无过，天下祸患起于心术不正的观点，此即归咎于下、诿过于民思维方式的复现，也折射出俞万春社会责任与道义精神的缺失。
结语

《荡寇志》“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未免煞风景”
，这些文学批评反映了“思想和艺术接受中的分裂”
。然而，文学作品“思想和艺术接受”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因文学本为思想和艺术的共生体，“譬征鸟之使翼也”
，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而且，思想和艺术的价值判断须预设框架，注重文意演绎，而不重视归纳。

笔者对《荡寇志》的解读和分析，不汲汲于价值判断，而执着于事实认定，即把文学真正视为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彻底的站在大历史背景中，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以归纳代替演绎，从作品中总结出符合大历史的真实，并以此为出发点，作出最合理的判断。所以，《荡寇志》并非“反动”一言以蔽之，也不仅仅反映作者的人生阅历与变乱四起的现实，而是晚清“嘉道衰世”知识分子与官僚群体的精神世界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讲，《荡寇志》里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当时中华民族的问题，俞万春面临的困境也是当时“社会精英”群体共同的困境。如何正确认识《荡寇志》及其作者的精神世界，才是本文想要引起重视的问题，也希望能对其他读者有所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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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龙光《荡寇志按语》，见《水浒传资料汇编》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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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六版）第六章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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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本纪第二十二》。


�《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


�《本纪·本纪第十四》五月甲戌，募饥民补厢军。《宋史·志第一百四十六》熙宁元年，诏诸州募饥民补厢军。以“饥民补厢军”，则战力之差可想而知。


�《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二》。


�石昌谕《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4年版，327页。


�欧阳见拙 《<荡寇志>是<水浒>作者观点的再现一一<水浒传>与<荡寇志>的比较》。


�《荡寇志》第八十一回　那天彪叹道：“当今天子圣明，必有昭雪之期”；


第一百十三回　白瓦尔罕道：“幸官家圣明，赦我死罪，发回广南编管”；


第一百十九回　卢俊义道：“父台且缓责备，姑容缕叙下情。当今天子未尝不圣明”；徐槐道：“你错极了！天子圣明，官员治事”；


第一百二十三回　当时圣明天子以及在朝诸臣；


第一百二十七回 徐槐道：“仰见圣明神武，倚重老成”；


第一百三十二回 贺太平进言道：“今日之事，恭逢陛下圣明神武”；群臣咸称圣明；


第一百三十八回 天师道：“陛下敬天法祖，圣明郅治，亿万年太平无疆”；


第一百三十九回　张叔夜等一齐俯伏奏对道：“今陛下圣明”；席间说些天子圣明，四海清平的话；


第一百四十回 陛下天纵圣明，励精求治；


经统计，“圣明”字样出现了12次，而《荡寇志》始于七十一回，终于第一百四十回之后的结子，“圣明”贯穿全书当属确凿，可知，盛赞执政者并为之张目，确为俞万春创作动机之一。


�《荡寇志》第一百三十二回“只见那旗筛连云，戈矛耀日，祥光万道，飞上九霄，须臾间天上庆云聚集，五色缤纷，结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万目共观，欢呼雷动，群臣齐庆圣德，天子感仰天恩，龙颜大悦。”此类描写确为逢迎之辞。


�《宋史·本纪第二十二》。


�《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七》“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方）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 


� 按《金史·本纪第三》所载，从“（三年）十二月庚子，宗翰下朔州。甲辰，宗望诸军及宋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战于白河。大破之”宋金开战，到“（四年）十二月癸亥，宋主桓降”战役结束，历时一年左右，败亡之速为史书之罕见，则北宋军力之孱弱可知矣。


�《金史·本纪第三》“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又《金史·本纪第四》“丙寅，昏德公赵佶薨”。


�《宋史·本纪第二十二》。


�俞龙光《荡寇志按语》，《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11页。 


�和珅贪污弊案总爆发与嘉庆遇刺的时间都在俞万春少年时代，作者可能当时不知，但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的后代往往政治早熟，不可能一无所知。即使当时不知，待俞万春1826年动笔时，他已逾天命之年，再无借口以敷衍塞责。


�《国史大纲·清代之部》第四十五章 一、乾嘉之盛极转衰。


�《中国近代史》（第六版）124页。


�《清史稿·本纪十六》。


�《清朝野史大观》“仁宗之遇刺”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儒林外史》第八回 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准了！”


�《荡寇志》第七十三回，太尉道：“我不是意懒，你记得那年为林冲的老婆，费尽多少心血，只一场空。陆谦、富安的老小，现在还养着。”


�《荡寇志》第一百三十二回。


�《荡寇志》第九十四回，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荡寇志》第一百二十三回，“天子一见童贯，也不说话，只将宋江之信掷与童贯”，“天子便传旨，将童贯绑赴市曹正法”。


�作者确实有些许笔墨在揭露官场问题，但是或出自正面人物之口，以突显他们的伟光正、高大全；或褒贬之意明显，为文造语的嫌疑较大，如第九十七回，“那纪二可怜有口难言，竟屈打成招，坐了死罪”。


�《清史稿·本纪十六》。


�秦玉明《<荡寇志>是如何丑化梁山义军的》。


�《荡寇志》第七十一回。


�参看后文“在第七十二回”之后的文字。


�据统计，《荡寇志》在“三十六员雷霆上将”封神之前，已有“天神”十五人。


�《国史大纲——第八编·清代之部》第四十三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再建（下）“无论明清之际事，即上至关涉辽金事，亦多所更易。即一字一语，亦不放松。”宋朝的外敌是辽金，俞万春若使《荡寇志》写宋廷招安梁山以抗辽金之事，则其有文字狱之虞。


�康有为等《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见龚书铎编选《中国通史近代参考资料下》。


�易永姣《<水浒传>三种主要续书的思想文化意蕴》。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33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由于林则徐（1785——1850）、�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7092.htm" \t "_blank" �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俞万春（1794——1849）生卒年相近，且同为知识分子，做过官，所以具有可比性。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 清·�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7092.htm" \t "_blank" �龚自珍�（1792～1841）《�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14.htm" \t "_blank" �己亥杂诗�》。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学研究的范例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太平军占领苏州，就把反《水浒》的《荡寇志》书板，一火而焚之”，第33页。 


�《<水浒传>三种主要续书的思想文化意蕴》。 


�第七十五回 希真一面拭一面说道：“凡是迎面去杀人，总要防他血射出来。今幸而不是厮杀，不然，眯了两眼怎使手脚？”丽卿笑道：“孩儿却从不曾干过，却不道这般爽利。”把杀人当人生之乐，此类说法在《前水浒传》中的体制内人物身上未曾有过，此为屠杀文学之佐证。


�邱炜萱《菽园赘谈》，见《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22、523页。 


�陈奂《荡寇志序》，见《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13页。


�徐佩珂《荡寇志序》，见《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13、514页。 


�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 


�镜水湖边老渔《荡寇志跋》，见《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19、520页。 


�俞煐《重刻荡寇志按语》，见《水浒传资料汇编》第520页。


�张之洞《劝学篇》，见龚书铎编选《中国通史近代参考资料下》。 


�《文心雕龙·序志》


�俞万春《荡寇志自序》。


� 俞万春《荡寇志自序》。


�欧阳健《试论金圣叹、俞万春自身中的矛盾及相互关系》。


�《试论金圣叹、俞万春自身中的矛盾及相互关系》。


�《文心雕龙·杂文》。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荡寇志>的接受和解读》。


�《文心雕龙·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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